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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智能化战争”概念在中国军事理论界迅速兴起并被逐步纳入
半官方话语，但顶层战略方针（2019年”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仍锚定于”
信息化局部战争”的保守框架。这一张力无法以”学界激进、高层保守”的简
单对立概括。本文提出”三轨异步”分析框架，论证解放军智能化概念呈现出
学术话语高速推进、战略文件审慎渐进、装备研发碎片化进展三个轨道上节

奏分化的演进格局。本文的核心推进在于证明：这种三轨异步并非智能化时

代独有的现象，而是解放军在和平条件下战略学习的一个制度性特征——通

过追溯 1985年、1993年和 2004年三次重大战略转型中的三轨互动，揭示了
一个稳定的制度模式：每一次战略更新都由”外部冲击”触发三轨向战略轨收
敛，而在冲击间隙期三轨自然回归异步运行。在理论层面，本文引入 March
的”探索-利用”框架解释三轨分工的组织逻辑，以苏联奥加尔科夫军事技术
革命（OMBR）为负面比较案例，并以俄乌战争为当代验证，廓清了中国”概
念缓冲”策略的有效性边界。研究识别了该策略面临的三重脆弱性——技术
突袭、组织惰性固化与认知锁定——并为战略决策层、学术理论界和装备研

发体系提供了差异化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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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异步

1



1 引言

2020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出版了最新版《战略学》。这部被视为解放军
最高级别战略理论教材的著作，对”智能化战争”概念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系统论述：”多域
一体化联合作战”被定义为联合作战的”高级阶段”，核心特征涵盖信息主导、力量融合、
指挥控制一体以及空间、网络、电磁与认知等多领域的协同。1海军等军种被明确要求尽

快将”智能化”装备投入现役——这一表述的进取性远超此前各版。2

然而仅在此书问世前一年，中央军委批准的”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保持了显著克制。
据公开信息，该方针延续了此前的核心判断：”军事斗争准备基点”仍是”打赢信息化局
部战争”，”基本作战形式”仍是”一体化联合作战”。3 Wuthnow和 Fravel的开创性研究指
出，2019年战略方针相比于 2014年版”变化有限”，其主要功能更接近政治仪式——用一
个”新时代”标签替换”新形势”。4

这种张力——学术教科书大胆构建未来战争概念，而顶层战略文件几乎纹丝不动——

构成了本文的出发点。但它引出的真正问题更为深邃：如果军科院的理论家已将智能化战

争定义为联合作战的”高级阶段”，为什么这一判断没有被”抬升”为正式战略指导？这种
不同步是制度缺陷、官僚僵化，还是一种更深层的组织理性？

本文提出三个层次的核心论断。

第一层（现象层）：解放军”智能化战争”概念在三个制度空间中呈现出”三轨异步”
的演进格局——学术理论界高速推进（学术轨），顶层战略文件审慎渐进（战略轨），装备

研发在某些领域超前、另一些领域滞后（装备轨）。图1呈现了这一框架——三个轨道之
间既存在方向性信息流动，又各自拥有独立的节奏控制机制；左侧的”外部冲击”是驱动
三轨收敛的关键变量。

图 1: 三轨异步分析框架

1肖天亮主编：《战略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 264–267页。
2Joel Wuthnow, “What I Learned from the PLA’s Latest Strategy Textbook,” China Brief, 25 May 2021.
3《新时代的中国国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9年 7月 24日。
4JoelWuthnow andM. Taylor Fravel, “China’sMilitary Strategy for a ‘NewEra’: SomeChange, More Continuity,

and Tantalizing Hints,”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46, No.6 (2023), pp. 1155–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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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机制层）：这种三轨异步是一种”概念缓冲”策略的理性产物。学术界充当
低承诺成本的”概念备选库”，战略文件承担高门槛的”时序过滤”职能，装备领域以分散
试错方式进行”技术验证”——三者配合将军事创新的失败风险分散到不同空间与节奏中，
避免了美军那种”一个概念押注一切、一旦证伪全局受损”的集中式创新陷阱。

第三层（结构层——本文的核心推进）：三轨异步并非智能化转型的特例，而是解放

军在和平条件下战略学习的制度性特征。通过追溯 1985年、1993年和 2004年三次重大
战略转型，可以揭示一个稳定制度模式：每一次战略更新都由”外部冲击”触发三轨向战
略轨收敛，而在冲击间隙期三轨自然回归异步运行。智能化时代的”概念缓冲”不过是这
一历史模式的最新一轮演绎。

本文在三个学术脉络中定位自身：（1）直接补充Wuthnow和 Fravel（2023）——他们
正确地将”智能化”识别为未来战略转变的驱动因素，但仅给予了约三页篇幅；（2）深化
Kania（2017, 2020）的技术面向分析，将焦点从”能力”转向”概念如何在制度中被过滤和
吸纳”；（3）与军事创新理论对话，将 Rosen的”危机驱动”命题与March的”探索-利用”
框架整合，以苏联 OMBR为负面参照，检验概念缓冲策略的有效性边界。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追溯”三阶段论”的思想谱系并以三次历史转型论证三轨异
步的制度性。第二部分分析智能化时代三轨的分化演进。第三部分提供整合性理论解释。

第四部分进行风险分析。第五部分提出对策建议。第六部分为结论。文末附方法附录。

2 谱系与先例：从”双化并轨”到”三化融合”

2.1 海湾战争冲击与”双化并轨”的制度化

1991年海湾战争对解放军的冲击属于”认知地震”级别。一支在数量规模和装备结构
上与解放军高度相似的军队，被以信息优势为主导的多国部队在 42天内摧毁——这一事
实拆解了解放军对”现代战争”的既有想象。5 军事科学院的战后评估确认了一个根本性

转变：战争形态已从工业时代以火力消耗为核心的机械化战争，转向以信息主导、精确打

击为特征的高技术战争。

然而解放军的反应并非立即拥抱”新范式”，而是陷入了一个结构性困境：机械化任
务尚未完成，信息化要求已然降临。1993年军事战略方针修订率先提供了制度锚点——
”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调整为”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6 到 2004
年方针进一步充实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时，”信息化”已完成从外部震撼到
制度确认的完整爬升——一个长达十余年的过程。

5M. Taylor Fravel, Active Defense: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since 194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chapter 6.

6David M. Finkelstein, “China’s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in Scobell and Kamphausen (eds.), Right Sizing the
PLA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 9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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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智能化如何被”嫁接”进旧叙事

理解”智能化”在当代军事话语中的位置，关键不在于追踪其”首次出现”，而在于观
察它如何被嵌入一个已稳固的叙事框架。智能化概念从 2013年的边缘存在，经 2017年
十九大报告的首次官方部署（”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到 2019年国防白皮书的”初现端
倪”、2020年《战略学》的系统论述和 2021年”十四五”规划的制度化纳入，经历了边缘
话语→战略渗透→制度化的完整”爬升”——但始终未曾取代”信息化”的核心位置。

话语权转移的量化证据见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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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解放军报》核心术语频次演变（2010–2024）

但这一交叉点的含义需谨慎诠释：话语层面的”权力转移”不等于制度层面的战略转
变。《解放军报》的文章反映了中层军官和评论员的关注焦点——媒体文章不承担战略承

诺成本。战略文件的表述需要”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这正是下文将系统分析的”
三轨异步”的核心机制。

2.3 历史先例：三轨异步是制度性模式而非特例

本文最具推进性的论点是：智能化时代的三轨异步并非单一案例，而是解放军战略学

习的一个稳定制度模式。以下三个小节各聚焦一次历史转型——1985年、1993年和 2004
年——通过还原三轨在当时的具体行为，论证这种异步是制度性特征。

2.3.1 1985年：”局部战争”转向中的三轨互动

1985年”打赢局部战争”方针的转型，是研究三轨异步的起点案例。学术轨的先行始
于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结束后。军科院在 1979年底即启动”边境局部冲突”的经验
总结，1980 年代初张震、宋时轮等高级将领开始在内部研讨中提出” 未来战争主要形式

7检索式：“”信息化战争”” vs “”智能化” AND ”战争””，数据库 =慧科新闻《解放军报》全文库，2010–2024。
2022–2024数据由作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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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局部冲突而非全面核大战”的判断。这些讨论在 1982–1984年间逐渐从内部研讨向
《军事学术》等公开期刊扩散。

但战略轨的响应存在显著延迟。1980–1984年间，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仍锚定于”早
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框架。这一延迟的核心原因不是学术论证不足——实际上论证已
相当充分——而是陆军大规模机械化兵团作战思维的组织惯性。”早打大打”框架下，陆
军维持着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面力量，兵力峰值超过 400万，其编制、装备和预算均围绕
大规模地面决战设计。”局部战争”概念——意味着战争规模缩小、重点从陆地转向海空
——直接威胁到陆军的主导地位。8这正是图3中当前陆军呈现负向推动力的历史前身。

装备轨在此阶段的行为模式同样是碎片化的。一方面，基于对越作战中的火力不足教

训，1979–1984年间中国从西方引进了有限的军事技术（如英国火控系统、法国直升机）。
另一方面，陆军重装备（59式坦克改进型、大口径火炮）的采购仍在”大打”框架下持续
推进——装备研发并未因学术轨的”局部战争”概念而统一转向。

三轨收敛的触发点是邓小平 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决断。邓小平以超制度的政治权
威——而非常规的制度协商——打破了陆军的组织抵制，宣布裁军 100万并确立”打赢局
部战争”为战略基点。这一细节揭示了”危机驱动”机制的一个重要限定条件：当组织惰性
过强时，三轨收敛可能需要的不仅是外部冲击，还需要超制度的政治推力。当前智能化转

型面临同样的困境：如果在某个时点证明需要战略轨升级，体系内是否具备类似的”推力
机制”？

2.3.2 1993年：”高技术局部战争”转向——海湾战争作为完美催化

1993年的转型是最经典的”危机驱动”范式案例。1991年 1–2月的海湾战争提供了超
高质量的外部冲击信号——信息化联军对传统机械化军队的”碾压式”胜利，以压倒性的
视觉和数字证据呈现于解放军高层面前。学术轨的反应空前迅速：1991年 3月，军科院
即组织专题研讨，全军开始密集学习美军作战录像和分析报告。1991–1992年间，《军事
学术》《中国军事科学》发表了大量”高技术战争”研究论文。金一南等年轻军官直接翻译
外军资料，为决策层提供第一手分析。

战略轨的响应周期约为两年——从 1991年的冲击到 1993年 1月新方针批准。张万
年主持了方针起草工作，据《张万年传》记载，起草过程中存在激烈的内部辩论，焦点在

于”高技术”的判断是否过于超前——解放军的装备水平离”高技术”有多远？最终江泽民
的批准起到了决定性的”收束”作用。9

装备轨的跟进模式呈现鲜明的外部依赖特征：1992–1996年间大量引进俄制装备（苏-
27战斗机、基洛级潜艇、S-300防空系统），同时启动自主仿制和研发。这一模式反映了
解放军装备体系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路径依赖——它以引进为起点，以自研为终点，但
在冲击初期高度依赖于外部技术源。

8关于 1980年代军种竞争，见Dennis J. Blasko, The Chinese Army Today (NewYork: Routledge, 2012), chapter
2.

9《张万年传（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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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案例对智能化时代的核心启示是：海湾战争之所以成为”完美催化”，是因为它
提供了”范式替代”的清晰信号——信息化的胜利是全面性、碾压性的。而当前俄乌战争
中——如后文将详细论证的——智能化技术的表现尚不足以构成同等强度的”范式替代”
信号，这从反面解释了战略轨为何至今保持审慎。

2.3.3 2004年：”信息化局部战争”——多冲击共振下的制度化

2004年的转型与 1993年相比呈现出一个显著的差异：它并非由单一冲击触发，而是
多冲击共振的产物。1999年科索沃战争（”非接触作战”的震撼）、2001年”9·11事件”后
美军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这三个在短短四年内接连发生的冲突，从不同
角度强化了”信息化”的判断。同时，台海局势的持续紧张（1995–1996年台海危机、2000
年民进党执政）为”主要战略方向”提供了现实紧迫性。

学术轨在此时期的功能呈现出一种” 成熟化” 的迹象。2000–2003 年间，” 信息化战
争””体系对抗””一体化联合作战”等概念在军科院和国防大学的出版物中密集出现，学术
讨论的广度远超 1993年。”体系对抗”（system-of-systems confrontation）——一个后来成
为解放军主流话语的核心概念——正是在此阶段被系统化的。

装备轨的行为模式开始从”引进依赖”转向”自主创新”：预警机（空警-2000）、驱逐
舰（052C型”中华神盾”）、J-10战斗机等信息化装备在 2003年前后集中列装或接近列装。
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装备轨的验证成果为战略轨的升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可
信承诺”基础。换言之，战略轨的升级需要装备轨已经提供了”我们能做到”的证据，这正
是”概念缓冲”中”验证-确认”环节的经典运作。

战略轨的升级——2004年方针明确”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本质上是对
学术轨和装备轨已达成共识的”追认”，而非开创性的概念宣言。这个细节的重要意义在
于：它表明解放军战略轨的逻辑不是”规划未来”，而是”确认当下”——它不会为一个尚
未验证的概念提供官方背书，但它会在证据充分时完成制度化确认。

2.3.4 四次转型的横向比较与制度性发现

将 1985、1993、2004和当前四次转型并排放置，三个制度性发现浮现出来。第一，学
术轨在每一次转型中都领先于战略轨 2–6年——这不是偶然的”快”或”慢”，而是一种稳
定的信息处理时序。第二，装备轨的验证进度是决定战略轨升级”时机”的关键变量——
2004年转型时装备轨的同步推进为战略确认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当前智能化背景下装备
轨的碎片化验证（图4）恰恰解释了战略轨的审慎。第三，超制度政治推力在组织惰性强
大时是不可或缺的收敛条件——1985年邓小平的角色在 1993年（江泽民）和 2004年（胡
锦涛）同样存在，只不过随着制度化的加深，政治推力从”个人决断”模式转向了”制度化
批准”模式。当前智能化背景下，这一推力机制将如何运作，值得单独分析。

6



3 三轨异步的分化演进：概念生产的制度逻辑

3.1 学术轨：低承诺成本下的概念繁荣与隐忧

军事理论界是三轨中推进速度最快的。这种高速来源于March所描述的”探索”端的
制度特征：学术界负责的是”提出”而非”决定”，是”论证”而非”承诺”。学术生产不附
带战略承诺成本——发表论文只是表达观点，不是下达命令；学者可以在下一篇文章中修

正甚至推翻自己的看法，而不承担战略错误的后果。

围绕” 智能化战争” 的学术讨论可辨识出三种取向：以何雷中将 2019 年文章为代表
的”技术驱动型”（紧迫感强）；10以国防大学多位评论员为代表的”人机融合型”（强调人
类指挥的不可替代性）；以及 2020版《战略学》所偏好的”体系升级型”（智能化是信息化
的增量维度）。

概念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值得深究的问题不是”三种取向各是什么”，而是为什么它
们能够并存？为什么没有被权力中心”拉平”为统一口径？答案在于解放军学术界具有一
种独特的制度安排——它兼具”学术自主”（理论探索的相对自由）和”政治合规”（不挑
战核心共识）的双重属性。具体而言：

第一，编制独立性。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不是军委机关的附属部门，它们在编制上

是独立的科研/教学机构，拥有自己的经费、人事和学术评价体系。这为学术轨的理论探
索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制度缓冲——学者们的职称晋升取决于论文和著作的同行评议，而

非单纯的”政治正确性”。第二，内参渠道的多元化。学者们不仅通过公开发表传递观点，
更通过内部研究报告、专题论证和军委科技委咨询等渠道影响决策层——这些”后台”渠
道使公开发表的统一口径不再是必须的。第三，概念竞争的淘汰机制。并非所有学术概念

都”活下来了”。早期的”超限战”（乔良、王湘穗，1999年）曾引发广泛关注，但最终因
被认为缺乏可操作性和与官方防御性国防政策的张力而未能进入战略文件。这证明学术

轨内部存在自然淘汰——但淘汰是在制度内部通过学术辩论完成的，而非通过外部政治

命令的”拉平”。
生成式 AI对学术轨的重塑（2023–2025）。自 2022年底 ChatGPT发布以来，大语言

模型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潜力引发了新一轮学术热潮。2023–2024年间，军科院和国防大学
学者密集讨论”军事大模型””AI辅助战役规划””生成式 AI对军事知识生产的颠覆”等议
题。一个具有潜在深远意义的变化是：大模型可能打破传统的”资深军官→经验提炼→
军事理论”的知识生产链条。年轻研究员借助 AI工具获得分析能力的速度远超传统路径
——这意味着学术轨的”生产能力”正在被技术加速，进一步拉大三轨之间的速度差。如
果战略轨和装备轨的消化能力无法同步提升，三轨异步可能从当前的”功能性特征”恶化
为”功能性障碍”。

10何雷：”智能化战争并不遥远”，《解放军报》，2019年 8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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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战略轨：多重约束下的制度审慎

3.2.1 首要约束：台海作为”创新天花板”

” 主要战略方向”——台湾海峡——对解放军全体资源配置产生了锁定效应。东部战
区驻扎着三个集团军、一支海军舰队和大量航空兵与导弹部队。11这种高度集中的作战准

备格局产生了一个深层效应：任何可能分散注意力的新概念——无论其长期潜在收益有

多大——都必须通过一个实用主义拷问：”这在台海冲突中有什么具体用途？”智能化概
念的某些组成部分（AI辅助目标识别、无人机协同）轻松通过，但认知域对抗和完全自
主无人蜂群——在台海这种高节奏短周期冲突中的边际效用不够确定——则被搁置。

从制度逻辑角度看，台海锁定不仅是一种军事资源的约束，更是一种” 概念筛选装
置”。它使任何新概念都必须证明自己的” 短期作战价值”——这天然倾向于偏好增量化、
辅助性的技术应用，而过滤掉那些需要全体系重组才能发挥效果的革命性概念。这正是”
概念缓冲”策略中”时序过滤”环节的具体运转机制。

3.2.2 次要约束：军种间的官僚博弈

将对”解放军”视为统一理性行动者的简化会掩盖其内部的利益分化。借鉴 Allison的
经典框架，12各军种从智能化概念的推广中预期获得的净收益差异悬殊。图3呈现了这一
博弈格局的量化估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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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五大军种对”智能化战争”转向的净推动力估计

战略支援部队——2016年成立、仍在积极定义自身使命的新机构——预期获益最高：
网络、空间、电磁和认知域恰恰是其”天然领地”。陆军构成鲜明的负面对照。作为在台湾
作战方案中承担核心地面角色的军种，”智能化”叙事中的”无人化”线索对其存在理由构

11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RC (2021) (Washington,
DC: DoD, 2021), pp. 98–101.

12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13评分基于结构化公开文献内容分析，编码规则与信度指标详见方法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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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潜在威胁——这正是 Snyder所分析的机制：拥有大量已投资产的军种倾向于偏好确认
其现有资产价值的战略教条。14 ”新推老刹”格局内嵌了一个减速器——只要陆军在军委
内部保持充分否决权，颠覆性概念的推进就始终面临阻力。

战略文件生产的制度解剖。理解战略轨的审慎，还需要穿透”黑箱”，还原战略文件的
生产过程。军事战略方针的起草通常由军委联合参谋部（2016年前为总参谋部）主导，军
科院和国防大学提供前期研究支持——学术轨的研究成果正是在此环节进入战略讨论。起

草过程中存在多轮征求意见和修订，涉及军委各成员单位、相关军种和战区。据 Finkelstein
（2007）对 1993/2004版战略方针起草过程的还原，最关键的过滤节点不是”写不写”，而
是”怎么写”——同一个技术概念可以用”积极参与”或”保持关注”两种措辞，战略含义
截然不同。智能化概念在 2019年白皮书中被定位为”初现端倪”，正是这种措辞过滤的产
物——它既是对存在的承认，也是对紧迫性的稀释。

3.3 装备轨：可行性驱动的碎片化验证

装备领域的进展模式介于学术轨的高速和战略轨的缓速之间。中国军用无人机的谱

系扩展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引人注目——从 2000年代末的纯侦察型，到 2010年代初的察打
一体型（”彩虹-4””翼龙-1”），再到 2017年后的隐身化（”攻击-11”）和高速化（WZ-8）。
15海上无人平台（JARI-USV、HSU001大型 UUV）也已进入验证阶段。

图4对比了五个智能化子领域的学术关注度和部署水平，揭示了装备轨的核心逻辑：
技术越成熟、与现有体制越兼容的领域，进展越快；技术越前沿、体制越敏感的领域，落

差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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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五大智能化子领域的学术关注度与实际部署率落差

这种”可行性驱动”的逻辑在装备轨中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成熟技术→更多
14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15Mike Yeo, “Chinese Airshow Offers Glimpse at Military’s New Drones,” Defense News, 30 Sept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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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资源→进展更快→差距更小；前沿技术→更少验证资源→进展更慢→差距更大。
在概念缓冲的整体策略中，这是一种功能性行为——它为战略轨提供了分级的证据供给。

但对那些技术前景很好但当前不成熟的领域，这种循环可能导致”先发劣势”：中国可能
在有长期战略价值的智能化子领域起跑滞后。

4 理论透镜：概念缓冲的正面与反面

4.1 危机驱动与”探索-利用”的整合框架

Rosen的”危机驱动创新”命题捕捉了解放军战略学习的触发条件——每一次重大战
略更新都由外部冲击引爆。16 但该命题未能解释冲击间隙期间的组织行为。March的”探
索-利用”框架提供了缺失的一环：在缺乏外部冲击时，组织会自然地在”探索”（高变异、
高风险、高潜在收益）和”利用”（低变异、低风险、确定收益）之间维持不对称的资源分
配。17

解放军的三轨异步可以理解为探索与利用的制度性分工：学术轨承担探索（生产概念

变异，容忍高失败率，承诺成本为零），战略轨承担利用（在现有框架内最大化效能，承

诺成本极高），装备轨居中调节（为探索提供验证，为利用提供增量能力）。这种分工避免

了 March所警告的两种陷阱——”过度探索”（整个组织为未经证实的颠覆性概念进行全
体系转型，如美军 RMA）和”过度利用”（完全忽视环境变化，如苏联在 1970年代后期对
信息化革命的迟钝）。

这一框架的一个推论是：三轨异步的”最优异步度”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技术变
革的速度和威胁紧迫性。当技术变革加速（如当前的生成式 AI）且威胁紧迫性升高时，最
优异步度应缩小（三轨应适当收敛）；反之则可维持较大异步度。当前中国面临的困境恰

恰在于：技术变革在加速（AI），但威胁紧迫性因台海局面的”慢燃”性质而尚未达到触发
收敛的阈值——这意味着体系正在一个”次优异步度”上运行。

4.2 苏联 OMBR：当概念缓冲缺失时

苏联在 1970–80年代由奥加尔科夫元帅主导的”军事技术革命”（OMBR），为中国的”
概念缓冲”策略提供了最切近的反事实比较。18

学术轨——奥加尔科夫学派的崛起与被边缘化。奥加尔科夫在 1977年出任苏军总参
谋长后，基于对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观察和对美国”突击破坏者”（Assault Breaker）
项目的追踪，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极为激进的主张：未来战争将由精确制导武器、自动化

16Stephen Peter Rosen,Winning the Next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17James G. March,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2, No.1

(1991), pp. 71–87.
18关于苏联OMBR的完整历史，见 JacobW. Kipp, “The Soviet Military and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5, No.1 (1992), pp. 1–45; David M. Glantz, Soviet Military Operational Art
(London: Frank Ca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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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打击复合体和实时指挥系统主导，传统的大规模装甲集群将失去战场主导地位。这
些主张与解放军军科院当前对”智能化战争”的学术构建在精神气质上惊人地相似——两
者都主张新技术将替代传统优势兵力模式的作战效能。

奥加尔科夫的学术支持者（总参军事学院、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部分学者）形成了一个

独特的”理论学派”，发表了大量论证”军事技术革命”的著作和论文。但在苏联体系中，这
一学派始终未能获得解放军的学术轨所享有的那种制度性保护。当奥加尔科夫在 1984年
被调离总参谋长、改任西部战区司令时——一场典型的政治边缘化操作——整个 OMBR
学术传统随之失去了制度庇护。

战略轨——总参谋部的双重抵制。苏军总参谋部对 OMBR的抵制既来自认知层面（”
战争仍将是坦克和火炮的对抗”），也来自官僚利益层面（坦克工业-军工复合体构成了苏
联最强大的利益集团）。更致命的是，苏联的政治体制——在勃列日涅夫晚期至契尔年科

时期的”停滞”中——缺乏对战略文件的制度化更新机制。苏军的军事学说修订周期极长
且受制于政治仪式的需要，与解放军的”每 8–10年响应一次冲击”模式形成鲜明对照。

装备轨——军工复合体的绑架。苏联军工体系被大型平台——特别是坦克（T-64、T-
72、T-80系列连续三代快速更替）——的利益深度绑架。当奥加尔科夫主张将资源从装甲
集群转向精确制导武器时，他所触动的不仅是军事教条的惯性，更是乌拉尔车辆厂、哈尔

科夫坦克厂等庞大工业复合体的生存利益。中国的装备轨虽然同样存在碎片化问题，但因

为装备采购体系相对多元化（航天、航空、船舶、电子各大集团之间存在竞争），单一平

台的利益尚不足以”绑架”整个验证过程。
OMBR对中国的具体警示。苏联的失败至少提供了三条直接应用于中国的教训。第

一，学术轨可能被政治-人事变动打断——中国需要确保智能化理论研究的制度连续性不
依赖于个别高级军官的去留。第二，装备轨可能被单一军种或工业集团的利益”绑架”——
中国需要保持装备体系的多元竞争性和各军种之间的均匀话语权，任何单一军种（如陆

军）都不应拥有对智能化方向的一票否决权。第三，战略轨的更新能力需要一个制度化的

触发机制——苏联缺乏这种机制（在奥加尔科夫被调离后无人能启动战略更新），中国的

数次成功转型（1985/1993/2004）证明了其具备这种机制，但智能化转型将是对这一机制
的又一次检验。

4.3 俄乌战争：对”概念缓冲”的当代压力测试

俄乌战争是智能化时代的第一个大规模实战实验室，但它对”概念缓冲”策略的压力
测试结果是模糊的——它既没有证伪、也没有充分证明中国当前的战略审慎。

4.3.1 智能化技术的实战表现：增量增效而非范式替代

俄乌战争中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均超越了此前任何一场冲突。AI辅助目标
识别系统——乌克兰在美国 Palantir等公司的支持下整合商业卫星影像、无人机侦察和信
号情报——实现了从”发现到打击”周期的显著缩短。FPV自杀式无人机以千架级规模在

11



战场上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了步兵与装甲车辆的战术交互关系。商业通信星座

（Starlink）的战场角色展示了非军事科技设施在高端冲突中的不可替代性。
然而，这些技术整合的最前沿成果仍然停留在”信息化战争的智能化升级”层面，而

非”智能化战争体系”的实现。在最有鉴别力的问题上——是否出现了多域实时协同、自
主决策和认知域对抗的体系级整合——答案是明确的”否”。俄乌仍是一场以地面火力消
耗为核心形态的战争，AI和无人系统的作用是增强传统火力的效能，而非替代传统火力
的逻辑。

4.3.2 为什么不是”海湾时刻”？三项结构性差异

第一，冲突类型差异。海湾战争是”范式替代”信号的完美载体——它不仅展示了信
息化的技术，更以碾压式胜利证明了新范式的体系优势。俄乌战争是消耗战——它展示了

双方在火力、后勤和人力上的持续比拼，而非一种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压倒性压制。对解放

军而言，其核心作战场景（台海速决战）与俄乌战争的结构截然不同——因此在俄乌中被

验证有效的技术（如阵地战中的 FPV无人机）对台海场景的可迁移性相当有限。
第二，技术成熟度差异。海湾战争展示的精确制导武器和 C4ISR系统——虽然从美军

角度看仍处于早期阶段——但从外部观察者角度看已经是”完整的体系能力展示”。俄乌
战争中的 AI应用则更多地表现为”局部能力的增量展示”——AI目标识别（图像级）、无
人机战术（战术级）、星链通信（商用级）——这些能力的整合水平远不能与”多域一体化
智能化联合作战”的理论蓝图相比。从解放军的视角看，俄乌战争”显影”了智能化技术
的某些潜能，但”显影”的程度不足以推翻对”信息化局部战争”框架的信任。

第三，信号模糊性。海湾战争的信号是单向的：信息化完全碾压机械化。俄乌战争的

信号是双向的：既展示了智能化技术的效能，也展示了这些技术的脆弱性——无人机被电

子战压制、AI目标识别在强对抗环境中的准确率大幅下降、商业通信卫星在战场上可能
被干扰。这种”有成功、有失败”的混合信号，对于一个等待”明确催化”的体系来说，反
而是”不催化”的信号。

4.3.3 俄乌战争对三轨的差异化影响

尽管俄乌战争未能触发战略轨的升级，但它对学术轨和装备轨产生了实质性的方向

性影响。在学术轨中，战争催化了一种”混合战争”讨论——部分学者从对”智能化战争”
的宏大叙事转向更务实的方向：”智能化弹药而非智能化军队””技术增效而非技术替代”。
在装备轨中，巡飞弹（如”飞鸿-97A”）、电子战系统和小型化侦察无人机的优先级被显著
提升——珠海航展 2022和 2024年的展品变化清晰地反映了这一调整。

这种”学术轨和装备轨对战争做出反应、战略轨审慎观望”的三方格局，恰好印证了
本文的”三轨异步”框架——俄乌战争提供了部分验证和方向修正，但强度不足以触发三
轨的全局性收敛。这既是概念缓冲策略在运行中的证明，也是对策略有效性的一个边界判

定：体系对”中度冲击”的反应是什么？答案是——部分调整，全面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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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风险三角：概念缓冲的脆弱性

4.4.1 技术突袭风险：被压缩的窗口期

概念缓冲策略的运作前提是”足够的等待窗口”。但 AI发展速度——特别是 2023年
以来的大模型革命——正在压缩这一窗口。假设美军在 2027–2029年实现以下突破：（a）
战役级 AI辅助决策系统在 JADC2框架中投入实战化运行；（b）自主蜂群无人机完成连
级规模以上的实战验证；或（c）生成式 AI使美军战役计划的生成速度缩短一个数量级。
在”等待窗口”关闭之后，中国因战略轨尚未升级而导致的部署时滞将从”审慎的节约”变
为”战略性的损失”。

这一风险的关键不是”中国落后了”——在许多 AI子领域中国处于并跑甚至部分领先
——而是”中国在战略层面尚未完成对智能化战争的概念性”接单””。装备可以并行研发，
但组织结构和作战条令的改革需要战略文件的指引。如果战略轨不率先”解锁”，装备轨
的碎片化进展可能永远无法汇聚为体系能力。

4.4.2 组织惰性固化风险：从缓冲到阻塞

”概念缓冲”的正常功能是提供时序控制，但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异化为”概念拖延”。
这种异化的最直接驱动力来自官僚博弈——尤其是陆军的负向推动力（图3中的 −5）。如

果学术界和装备领域的共识已指向某些方向的可行性，但战略轨因军种利益博弈而持续”
等待”，那么”缓冲”就退化为”阻塞”。

判断”缓冲”是否已异化为”阻塞”的一个经验指标是：战略轨对智能化议题的”不响
应”时长是否超过了学术轨达成基本共识的时长。在 1993年案例中，学术轨的共识形成
耗时约 1.5年（1991年 3月–1992年底），战略轨响应耗时约 2年（1991年 1月–1993年
1月），时差约 0.5年。在当前智能化案例中，学术轨的基本共识形成约在 2020–2021年，
而战略轨至今（2026年）尚未做出实质性响应——时差已达 5–6年。这一对比是否表明”
缓冲”正在接近或已经越过异化的临界点，需要更系统的评估。

4.4.3 认知锁定风险：线性思维遭遇非线性战争

战略轨长期锚定”信息化”框架，可能造成一种认知上的路径依赖。信息化的核心逻
辑是线性的：更多的信息→更好的决策→更强的打击。智能化的逻辑则含有大量的非线
性——特别是 AI的”不可解释性”（决策者无法理解 AI何以做出某个判断）和”对抗脆弱
性”（输入数据的细微扰动可能导致 AI的错误判断）。

如果决策者仍以”信息主导、精确打击”的线性思维理解智能化，可能在未来遭遇”算
法突袭”时丧失决策主动权。一个具体的情景是：假设在未来台海冲突中，对手使用 AI系
统对中国指挥链路进行数据欺骗（data-poisoning），诱导解放军做出错误的战场判断——
而解放军指挥员由于对 AI的”欺骗脆弱性”缺乏足够的认知准备，未能识别或及时应对。
这类风险的特征是：它在平时不可见，在战时突然出现——而这恰恰是认知锁定可能造成

的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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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半制度化：连接三轨的弹性机制

三个轨道并非完全隔离。智能化虽未被写入核心战略文件，但已通过以下渠道获得稳

固的次一级制度空间：五年规划的预算配置（”十四五”第 41条）、《联合作战纲要》中”
多域”元素的嵌入、军事教育体系的课程更新、以及军委科技委和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的
专门组织载体。19

半制度化的功能——保留”选项价值”——既是一种灵活性来源，也是一种”信号模糊”
的来源。学术轨的激进论述可能被外界（包括潜在对手和盟友）误读为”中国已决定全面
转向智能化”，引发不必要的安全困境或军备竞赛。这种误读的成本，在”信号模糊”条件
下无法通过战略声明来澄清——因为战略轨恰恰是”不表态”的。

4.6 国际比较：以色列与印度的参照

在结束理论分析之前，引入两组简要的国际比较可以廓清中国模式的边界条件。

以色列——” 三轨同步” 的小国极限。以色列国防军（IDF）的军事创新模式呈现出
学术-战略-装备高度一体化的特征。以 8200部队为标志的技术情报体系、国防部研发局
（MAFAT）对学术和装备的直接统筹、以及以色列狭小地理空间和持续低烈度冲突形成的”
天然实验室”，共同促成了极短的”概念-部署”周期。以色列模式的核心启示在于：三轨同
步是可能的，但前提条件——持续实战反馈、小规模高敏捷组织、扁平化决策——与中国

的制度特征差异巨大。中国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追求以色列式的同步，但可以在某些特定

领域（如无人机蜂群、认知电子战）建立”快速验证通道”，在整体三轨异步框架中嵌入局
部同步机制。

印度——”装备轨独立运行”的大国困境。印度的军事创新模式提供了一组负面参照：
其学术轨（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 DRDO等）与装备轨（大规模武器引进）之间由”买买
买”逻辑直接连接，学术轨和战略轨之间的互动极为薄弱。结果是一种特有的”三重脱节”
——学术讨论（如果有的话）缺乏对装备采购的影响，装备采购缺乏战略方针的指引，而

战略方针又因官僚体系的碎片化而难以有效执行。印度案例从反面证明了”三轨异步”的
制度价值——至少三条轨道在运行、在互动，这本身就优于”轨与轨之间断裂”的局面。

5 政策建议矩阵

以下建议按目标受众（战略决策层、学术理论界、装备研发体系）和优先层级（急迫、

中期、长期）组织，形成差异化的行动路线图。

19《”十四五”规划纲要解读文章之 41》，国家发展改革委，2021年 12月；David M. Finkelstein, The PLA’s
New Joint Doctrine (Arlington, VA: C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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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对战略决策层的建议

急迫层次——设定” 缓冲窗口期” 的明确端点。概念缓冲策略的优势在于分散风险，
但其有效性高度依赖于缓冲期并非无限制延长。建议以两个明确的时间节点作为强制审

查点：2027年建军一百年——此时应完成对智能化技术验证的全面评估，决定是否在下
一版军事战略方针中正式纳入智能化维度；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此时
应完成从”信息化为主”到”信息化-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战略框架过渡。这两个节点的设
定不是预先承诺”一定会升级”，而是对”缓冲是否已异化为拖延”进行制度化检验。

急迫层次——建立”催化事件”的触发预警机制。体系当前的缺陷在于”等待催化”而
非”主动监测催化”。建议军委科技委或联合参谋部设立专门的”战争形态演进监测机制”，
系统性追踪三类可能触发战略升级的信号：（a）对手（美国、潜在第三方）在智能化军事
应用上的突破——特别是 AI辅助战役规划、自主蜂群实战化部署；（b）国际冲突中智能
化技术展示的”范式替代效应”——如某场冲突中无人/智能系统首次在体系层面压制传统
兵力；（c）商业技术军事化的颠覆性事件——如新一代通用 AI使军事决策加速一个数量
级。

中期层次——嵌入”强制审查节点”制度。在三轨异步的当前格局中，学术轨和装备
轨可能为战略轨积累了足够证据，但这些证据可能因缺乏制度化的传导通道而无法” 抵
达”战略决策。建议在军委层面建立一项定期审查制度——例如，每两年由军委科技委牵
头，向军委呈报”智能化战争能力判断报告”，综述学术轨的共识程度、装备轨的验证进展
以及两者之间的协同缺口，为战略轨的”升级判定”提供结构化输入。

长期层次——储备超制度政治推力。”1985年教训——当组织惰性过强时，三轨收敛
需要超制度的政治推力——在当前同样适用。这不意味着需要个人决断，但意味着体系需

要确保存在一个能够突破军种官僚博弈僵局的”最终裁决机制”。

5.2 对学术理论界的建议

从”概念生产”走向”决策支持”。当前学术轨的一个结构性弱点是：它偏向于”提出
新概念”而非”验证已有概念”。大量的”智能化战争”论文在概念层面重复建设，而能够为
战略轨提供量化决策支持的研究——如基于兵棋推演和仿真计算的”智能化对台海作战效
能增量评估”——严重不足。建议国防大学和军科院增设”智能化战争模拟推演中心”，以
AI辅助兵棋推演和人在回路仿真为手段，将学术轨的定性论述转化为战略轨可量化的决
策输入。

建立”概念-验证-转化”闭环。学术轨的概念产出不应以论文发表为终点。建议仿效美
军 DARPA的”概念→原型→移交”模式，建立一个小型化的”军事概念快速验证机制”：
由军委科技委牵头，从学术轨获取有前景的概念，投入小规模快速原型验证，成功者移交

装备轨进入正式研发，失败者淘汰——一个在学术轨和装备轨之间的”概念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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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对装备研发体系的建议

在碎片化验证中建立互操作性标准。当前装备轨的”各自为战”在验证阶段是理性的
（低风险试错），但存在一个长期隐患：各军种独立开发的无人/智能系统可能因缺乏统一
的技术标准和互操作性架构而无法协同。建议军委科技委尽快出台”智能化装备互操作性
标准”，在分散验证的初期就为未来的体系集成预留技术接口——这是”验证阶段做好集
成准备”的前提投入，代价远低于事后补救。

以台海作战需求牵引智能化研发优先级。既然台海是”创新天花板”，那么不如将天花
板转化为”倒逼机制”。建议将以下项目列为台海方向的优先验证对象：（a）无人蜂群反介
入/区域拒止（A2/AD）——无人机对美航母战斗群的饱和式骚扰打击；（b）AI辅助登陆
战役规划——将两栖作战的复杂度从”人脑不可计算”降至”AI可优化”；（c）认知电子战
对台防空体系压制——通过算法生成的自适应电子干扰瓦解敌方防空网络。这些项目的

验证结果将直接影响”智能化在台海冲突中有没有用”的判断——进而为战略轨提供”升
级或不升级”的关键证据。

5.4 跨领域统筹建议

防止学术轨的”信号溢出”引发安全困境。学术轨的讨论自由是健康的，但需注意其
外部效应。军科院和国防大学学者在公开发表中对智能化战争的”未来图景式”描述——
尤其当被翻译为英文并被西方情报机构引用时——可能被误读为中国已决定全面转向智

能化战争。建议在学术轨与对外宣示之间建立一个”备案-校准”机制，确保学术探索不被
误读为战略承诺，避免因信号模糊而引发不必要的军备竞赛或误判。

建立三轨联动的”智能化战争年度态势评估”。当前三轨之间的信息流动主要通过非
正式渠道（学者-官员的个人关系、军委科技委的分散咨询）运转。建议以军委科技委为
枢纽，建立一项年度性质的”智能化战争态势联合评估”——由学术轨提供技术预判、装备
轨提供验证进展、战略轨提供需求约束，形成一份跨领域的年度综合报告，作为年度国防

预算和五年规划调整的参考依据。

6 结论

本文从”学术教科书的激进与战略方针的审慎”之间的张力出发，通过提出”三轨异
步”和”概念缓冲”两个相互嵌套的分析概念，系统论证了中国解放军智能化战争概念的
分化演进格局。

本文的核心理论贡献不在于发现”智能化正在发展”——这本身不难观察——而在于
为这种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特殊的制度行为（三轨以不同节奏运行）提供了结构化的

解释，并将这种解释追溯为解放军战略学习的制度性特征。通过 1985年、1993年、2004
年和当前四次转型的横向比较，本文证明了学术轨先行→装备轨验证→战略轨在外部
冲击催化下”追认”的三段式时序，是解放军在和平条件下管理军事创新风险的一个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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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模式。

这一模式的有效性边界取决于两个关键变量。一是”外部冲击”的信噪比——当冲击
提供的是”范式替代”的清晰信号（如 1991年海湾战争），三轨收敛是迅速的；当冲击提
供的是”增量验证”的模糊信号（如当前的俄乌战争），体系维持在”半调整”状态。二是
组织内部”官僚减速器”与”超制度政治推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当后者足以克服前者时
（1985年邓小平的决断），收敛得以完成；当后者不足时（苏联 OMBR中奥加尔科夫被边
缘化），收敛以失败告终。

基于这些论证，本文从三个层面提炼核心判断：

在认知层面：学术界的”激进”与战略层的”保守”不是矛盾，而是同一套理性制度策
略的两个互补侧面——学术轨负责”提出可能性”，战略轨负责”在证据充分时做出承诺”。
这一制度的智慧在于：它允许解放军在技术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同时保留两项宝贵的组

织能力——探索未来的想象力和聚焦当下的执行力。

在预警层面：这套制度同时携带着不容忽视的脆弱性。技术突袭风险正在因 AI的加
速发展而紧迫化；组织惰性固化的风险在持续五年的”不升级”中积累了越来越逼人的证
据；认知锁定可能导致体系在催化事件到来时的响应速度低于预期。苏联 OMBR的阴影
提醒我们——概念缓冲策略的正面功效和反面杀伤力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行动层面：优化而非颠覆，是本文建议的核心基调。三轨异步的制度逻辑是正确

的；需要优化的是”异步度”的调控机制——在技术变革加速时适当缩小异步、在威胁紧
迫性升高时加速收敛、在军种博弈僵持时启动超制度的决策仲裁。具体而言，2027年和
2035年两个时间节点应成为检验”缓冲是否已异化为拖延”的制度化审查点；装备轨需在
碎片化验证的同时建立互操作性标准以防止未来的集成困境；学术轨需从”概念生产”走
向”量化决策支持”以弥补其与战略轨之间的转化缺口。

最终，Wuthnow和 Fravel（2023）将 2019年战略方针的状态描述为”耐人寻味的暗
示”——变化已在边缘积累，但核心框架未动。本文的任务是回答”为什么这些暗示尚未
成为现实”——答案是：因为这套体系被设计为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不会轻易将暗示转化
为承诺。而这种设计——无论我们称之为”审慎”还是”缓慢”——在技术变革加速的时代，
正在经历它所面临的最严峻的一次有效性检验。

6.1 研究局限

本文存在若干局限需坦诚说明。第一，军事战略方针原文不公开，关键判断依赖二手

文献和公开报道推断。第二，装备证据主要来自开源西方情报，可能存在宣传夸大或威胁

夸大的双重偏差。第三，量化指标虽经结构化编码处理，但综合评分中不可避免的主观判

断成分无法完全消除。第四，限于信息可获取性，本文对决策层内部具体博弈过程无法进

行精细追踪。第五，未来情景分析的预测性判断受制于技术发展速度和地缘政治变化的不

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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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附录：量化证据的数据来源与编码规则

A.1《解放军报》关键词频次（图 2）

数据库：慧科新闻（WiseNews）《解放军报》全文数据库（2009–2024）。检索式：“”信息
化战争””（精确短语）；“”智能化” AND ”战争””（段落内布尔检索）。去重：同一文章同一
检索词多次出现仅计 1次。时间粒度：年度。2010–2021年数据参考 Clay & Lee (2022)并
经作者重新验证；2022–2024年由作者独立采集。局限性：超八成数据库重复率约 3–5%，
漏收约 2%，可能引入轻微测量噪音；同义词或不同句法结构的智能化讨论可能被低估。

A.2军种净推动力评分（图 4）

方法：结构化内容分析，编码单位为各军种在《解放军报》《中国军事科学》《国防大学

学报》中与智能化相关的文章/表态。预期收益（0–10）=领导讲话积极度 (0.4)+装备投
入规模 (0.3)+核心任务理论增益 (0.3)。预期风险（0–10）=编制/预算削减效应 (0.5)+传
统教条兼容度 (0.3)+ 装备体系替代压力 (0.2)。净推动力 = 收益-风险。两名独立编码员，
Krippendorff’s α = 0.78。局限：评分基于公开信息，军种内部真实博弈态度可能与公开表

态偏差。

A.3学术关注度与实际部署率（图 5）

学术关注度：CNKI军事类期刊全文库。检索式 =“”智能化” AND (”作战” OR ”军事”) AND
(”无人”/”蜂群”/”决策”/”认知”/”协同”)”，2020–2024年，标准化 0–100。部署率：基于美国
防部《中国军力报告》(2020–2024)、IISS《军事平衡》、珠海航展记录和 CSIS商业卫星图
的 0–100综合评估。10=概念验证，25=少量原型，50=有限列装，100=全面部署。局限：
多源标准不一致引入评分误差；保密装备可能被系统性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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